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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演进与贡献 

黄仁生①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摘  要]本文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重新考察和阐释唐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演

进与贡献，认为唐传奇融汇以往各种文体的特长并使之辞章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而跻身于文章之林，终于使中国小说在中唐走向了自觉；它本身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突

出成就，与唐诗一起成为了唐代文学的标志；它不仅为古代文言短篇小说树立了各种新的范

式，而且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确立了以想象虚构追求艺术真实的正确方向和原则，在后世

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唐传奇  演进  贡献  影响   

 

关于“唐之传奇文”，鲁迅有一段精彩的评价：“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

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

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这个

评价之所以精彩，原因在于他是从中国小说演进史的角度来审视的，因此能比当

时的同辈学者站得高，看得远，并为后来产生的许多论著所一再引用。当然，鲁

迅关于唐传奇的论述也存在局限和不足，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已有学

者（例如李宗为、李剑国、陈文新等）对他的某些看法有所补充或纠正。本文拟

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出发，在吸收以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唐

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演进与贡献。 

 

一、从虞集的《写韵轩记》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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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一词始于唐人裴铏用于其所作文言小说集之名
①
，至宋代已有人用

以指称文言小说之一体了
②
，但尚未对这一术语给出明确的定义。直到元代，才

由虞集在《写韵轩记》一文中加以阐释： 

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

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簮之次，

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

而况他乎？（《道园学古录》卷三十八） 

他的这段话，本为批评唐人描写书生文箫与仙女吴彩鸾的爱情故事而发，却第一

次颇中肯綮地界定了唐传奇的本质意义：“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并且明确

指出这类作品是“好为文辞”的“唐之才人”出于“想象”和“傅会”而作，旨

在与朋友聚首时“以相娱玩”。 

关于文吴之恋，最早见于裴铏《传奇》中的《文箫传》，至五代时曾被收入

杜光庭《仙传拾遗》。但原文已佚，今存皆为节录，分别见于宋曾慥《类说》卷

三十二、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十一、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三、元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五、明末清初陈宏绪《江城名迹》卷三等。

略谓唐大和末年，书生文箫客钟陵西山。其俗中秋多召名姝善讴者，夜与丈夫间

立握臂，连踏而唱，惟对答敏捷者胜。文生往而观之，见一姝甚丽而歌曰：“若

能相伴陟仙坛，应得文箫驾彩鸾。自有绣襦并甲帐，琼台不怕雪霜寒。”生大惊

异，因伺之夜半，见姝与三四辈告别，独秉烛穿大松而去。路尽，陟山扪石，冒

险而登。生潜蹑其后，见烛将尽时，有仙童辈持松炬迎之。生因失声，姝回首曰：

“非文箫耶？”曰：“然。”姝笑曰：“吾与子数未合，何太速？”生随至山顶，

有几案帷幄，金炉异香，侍卫甚严。姝与生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书而前，请详

断，多江湖没溺之事。生因征其事，姝不对。生请益坚，不得己，乃告之。曰：

“此天机不合泄于子，吾当为子得罪矣。”仙娥即去。忽天地晦冥，风霆震击，

帷幄几案，一时倾覆。姝仓皇着衣秉简，叩齿肃容，俯地待罪。俄而风云顿息，

星宿灿然。有仙童自天而降，持天判宣曰：“吴彩鸾以私欲而泄天机，谪为民妻

一纪。”姝遂与生夜携下山，归钟陵旧处。生因诘其先人，姝曰：“我父吴先君字

                                                        
①一说《莺莺传》最初题名“传奇”，则应早于裴铏使用这个词语，但也有学者表示存疑，认为那是宋人所

改。 
②如南宋谢采伯《密斋笔记自序》曰：“经史本朝文艺杂说几五万余言，固未足追嫓作者，要之无牴牾于圣

人，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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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豫章人也。吾为仙主，阴籍六百年矣。睹色界兴心遭责，子亦因吾可出世矣。”

生贫不能自赡，姝曰：“君具纸笔，我为写孙愐《唐韵》。”运笔如飞，日得一部，

鬻之，获钱五缗。金尽，又为之。历经十载，人稍有知之者。姝与文箫潜奔越王

山，作诗曰：“一班与两班，引入越王山。世数今逃尽，烟萝得再还。”是夜风雨，

及明，樵者见二人各跨一虎，陟峰峦而去。 

裴铏描写的这个故事当然是出于“想象”和“傅会”而作，为便于讨论相关

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就《唐韵》其书、吴彩鸾其人以及写韵轩之由来略做介绍。

查《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孙愐《唐韵》五卷”。按孙愐为开元天宝间人，

曾任陈州司法，其所撰《唐韵》，即今传《广韵》，成书于天宝十年，是在隋陆法

言《切韵》的基础上修订增广而成。吴彩鸾似是一个虚实之间的人物，在历代记

载中，她是一个仙女兼书法家的形象，据说出自其手迹的传世作品有《唐韵》、

《玉篇》、《法苑珠林》、《佛本行经》等，而其中尤以《唐韵》流传最广，宋代黄

庭坚、楼钥等人皆作过题跋
①
，《宣和书谱》卷五也著录其书。而写韵轩在江西南

昌城南紫极宫，实是以传说吴仙女写《唐韵》于此而得名，刘辰翁曾先后于宋末

和元初两度登之，并撰有《紫极宫写韵轩记》（《须溪集》卷四），对文、吴事迹

饶有兴味，且于文末注曰：“非韵本存，世鲜不以为子虚矣。”虞集在《写韵轩记》

中说：“世传吴仙尝写韵于此轩，以之得名。予昔在图书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

有其所写《唐韵》，凡见三四本，皆硬黄书之，纸素芳洁，界画精整，结字遒丽，

神气清明，岂凡俗之所可能者哉？”可见他对吴彩鸾写《唐韵》之事也深信不疑，

但其后却笔锋一转，明确批评唐人描写文吴“遇合之事，殊不经也”，甚至认为：

“以凡念之起，见谪于天，自当恐惧修省，一息不敢缓，而可以因循衽席之燕暇

以至十年之久乎？诬吴君也，亦已甚矣！”上引他对于唐传奇的一段论述，其本

意虽为将传奇家的描写与他心目中的真人（实指真仙）真事区别开来，但却首次

揭示出唐传奇以虚构求真实的根本特征。 

唐传奇在运用想象虚构方面不仅直接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的传统，而且间接

受到过辞赋的影响。例如，张鷟的《游仙窟》记叙其与崔十娘、五嫂的艳遇，就

显然与托名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和曹植的《洛神赋》等同一机杼。至于

两汉史传文学（如《史记》、《汉书》、《吴越春秋》）和六朝轶事（志人）小说，

                                                        
①参见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十一《跋张持议所藏吴彩鸾唐韵》、楼钥《攻媿集》卷五《题汪季路家藏吴彩

鸾唐韵后》等。  

 3



除了在选择特异事件或虚构细节以勾勒人物形象方面为传奇家所汲取以外，更重

要的是它以史笔的“传信”原则启发唐人追求描叙的真实——无论描写虚幻的情

节（包括狐鬼世界和梦境幻觉等）还是历史与现实的情节，无论写人还是记事，

都力图像真实的人世生活一样，即写出人物的情感、精神和性格、命运——实为

艺术的真实。因此，唐传奇在艺术上的突出进展，首先就是一批优秀作家已开始

有意识地以想象虚构的方式来描写人物的真实面貌，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做出

了积极的探索，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例如，沈既济的《任氏传》、《枕中记》，沈

亚之的《秦梦记》、《湘中怨》，李朝威的《柳毅传》，陈玄佑的《离魂记》，李公

佐的《南柯太守传》等作品都是描写非现实的情节，即使作者声明他是有依据的，

或说某事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或称这个故事是听某人说的，而这个说故事的人又

往往跟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亲戚或朋友，旨在强调所写的事情是真实的，并且要写

得使人觉得像真实的一样，而实际上都是虚构的，这一点无庸置疑。 

然而，像蒋防《霍小玉传》、白行简《李娃传》、陈鸿《长恨歌传》、元稹《莺

莺传》等这样以一定历史真实或现实生活为依据而构成情节的名篇，从描写的实

际效果来看，几乎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但实际上仍然是从作者的思想感情出

发，在采纳一定的历史依据或现实依据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和虚构，并运用高度的

技巧和合适的形式表现出来，才可能使人感到像真的一样。《霍小玉传》中的李

益是“大历十才子”之一，《旧唐书》本传说他“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

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闻于时，故时谓妬痴为李益疾”。清代马端临等编

撰的《文献通考》卷 242 引述《旧唐书》本传这段话以后说：“按世传《霍小玉

传》所谓李十郎诗‘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者，即益也。旧史所载如此，岂

小玉将死，诀绝之言果验耶？抑好事者因其有此疾，遂为此说以实之也。”意谓

小说《霍小玉传》是虚构的。《李娃传》一名“汧国夫人传”，撰于贞元十一年（795）。

该篇的妙处在于情节的曲折生动，从院遇到计逐，都是妓院赚钱的寻常手段，但

在荥阳生遭鞭弃为李娃所救后，经过三年护理和伴读使得浪子回头，李娃的形象

就逐渐亮丽起来了。这个故事显然是以李娃为第一号主人公，背景放在天宝年间，

作者写四五十年前的事，却故意闪烁其辞，对常州刺史荥阳公及其子“略其名氏

不书”，而所谓“汧国夫人”的封号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过。因此，即使民间

有这样的传说，甚至还有人编为故事在市井讲述，白行简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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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他的虚构和想象。《长恨歌传》显然作于《长恨歌》之后，一方面陈鸿不能

不受白居易《长恨歌》所写情节的约束，一方面由于文体不同而必须增加细节。

例如，白居易只说“一朝选在君王侧”，陈鸿则描写了“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

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一段情节，这是依据史实而增；但陈鸿写方士作为使者上

天见玉妃之事，虽然仍旧遵循白诗中的线索，却已虚构了一系列细节和对话，如

玉妃将金钗钿盒各析其半授使者，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而不行，欲言又恐唐突，

直到“玉妃固征其意”时，才下跪冒昧地说出了他的请求：“请当时一事，不为

他人闻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盒金钗，负新垣平之诈也。”这个请求虽然

有点儿过分，却又合情合理，所以玉妃回想了许久之后，才说出了只有她和唐明

皇知道的私密之事，实际上这全是陈鸿凭其想象而代她说的，从而揭示了杨玉环

对李隆基的满腔柔情。又如元稹的杰作《莺莺传》，学术界一般认为写于元贞十

八年（802）至永贞元年（805）之间，其前提是承认宋人王性之在《传奇辨正》

中最早提出的“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之说①。这

种看法影响很大，不仅宋代赵令畤、刘克庄和明代瞿佑、胡应麟等皆附和声援，

而且现代以来如鲁迅、陈寅恪、林语堂、孙望、卞孝萱等学者也赞同此说，都认

为张生即为元稹自寓。从这种观点来看，小说中所描叙的情节都是有事实根据的。

但其写作宗旨恐怕还是为了通过描写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来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情，

而绝非纯粹只为纪录这段艳遇。因而《莺莺传》即使是以作者自己或他人亲历过

的事件为题材，元稹在艺术构思和行成文字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一定的取舍、

想象和虚构，他笔下女主人公的言行和细节，恐怕都是由他创造出来的。例如，

当张生应考落第后“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莺莺随即回了一封文

情并茂的书信，既抒发了张生走后她对于往日同居生活的留恋和被弃以后的痛

苦，又表达了她对张生相思和期待，所以虽对张生有所责备，却又适可而止，不

失身份，于缠绵悱恻中蕴含着一定的力度。这封书信虽用骈体，但的确写得很优

美，也很感动人，甚至可以抽出来，独立成文，即使与唐代士大夫的书信编为一

集，亦堪称别具一格的优秀之作。晚明陈继儒曾将其选入《古文品外录》中，也

可见出这篇书信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但莺莺的原型在当时能否写出这样高

水平的书信，实在很令人怀疑，而事实上当然是元稹在创作过程中根据情节的需

                                                        
①详见赵令畤《侯鲭录》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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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代她写的，其意图显然是为了让莺莺更深入地表达她的思想感情。换言之，

作者在这里是变换了一种方式来揭示莺莺的内心活动，旨在使这个人物更真实更

生动。那么，这封书信的效果如何呢？张生把它送给几个朋友传阅，杨巨源、元

稹看后各写诗一首，可视为受到了感动的证据，其他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

唯独当事人张生之志已绝，不仅没有为此信所打动，而且还说莺莺这样的“尤物”

有如“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对于结尾的这种描写，主自传说的鲁迅批评为“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主虚构

说的一些学者则认为作者的意图是要由此写出悲剧的结局。受自传说的影响，有

人还进一步说，元稹写这篇小说，正是为了掩饰这段荒唐往事，为他的负心行为

辩护。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幼稚的看法，元稹自己如果真有这样的经历，他保持沉

默不是更安全、更合情合理吗？怎么可能以这种方式去“掩饰”和“辩护”呢？

所以，即使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也决不完全是他本人的经历，而是依据某个真实

故事再加以虚构而成，其中代莺莺写信、自作《会真诗三十韵》和篇末让张生辩

护，不过是为了显示他的“史才、诗笔、议论”而已。 

 

二、沈既济的传奇创作是中国小说走向自觉的标志 

在探讨“中国小说走向自觉”的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参照一下“中国文学

走向自觉”的话题。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

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

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其依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曹丕撰有《典论·论文》，

提出了“诗赋欲丽”和“文以气为主”等理论主张，标志着在文学观念上走向了

自觉；二是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一代作家曾共同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标志着

在文学创作上走向了自觉。但从曹丕的关注点来看，这时的文学似乎还只有诗和

赋两种体裁走向了自觉。到了两晋南北朝，随着声律的发现、骈文的兴盛以及在

理论上展开“文”与“笔”的讨论，才意味着文学性的散文也走向了自觉
①
。因

此，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文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自觉的，

而实际上仅指诗文（包括辞赋与文学性散文）而言。 

                                                        
①于景祥曾明确提出：“骈文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非功利的、重文学自身特性的文学自觉思潮驱动的结

果，而骈文在六朝达到鼎盛状态，也正是文学独立自觉、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黄金时代的产物。” 
（《中国骈文通史》P511，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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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文走向了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主要以志怪和轶事（志人）两大

统系发展，虽然在数量上已相当可观，但尚处于“搜奇记逸”、“粗陈梗概”的水

平。鲁迅在做出唐传奇“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的

判断时，实际上从胡应麟“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

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的论述

中受到过启示，其所谓“是时”当然指唐代。但唐代凡二百九十年，中国小说究

竟是在唐代什么时候走向自觉的呢？胡应麟原没有细分，鲁迅也没有明说，于是

后来许多学者也都笼统地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李剑国在论述唐代第一期（初

兴期，约武德初至大历末）传奇时提出：“六朝志怪小说基本以丛集形式出现，

因为每篇作品都较短，难以单独成篇；述异语怪而以单篇出之是唐人的创造，标

志着创作力的提高。或者说单篇文字形式本来用于辞赋、散文、传记等，而用于

述异语怪的小说，反映出把小说文章化亦即自觉创作意识的产生。”（《唐五代志

怪传奇录》P34，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言下之意是说，初盛唐时期因为出现

了有文采的单篇传奇，就意味着这时的传奇创作走向了自觉。这似乎与鲁迅论断

建安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标准不同，因而有必要重新探讨。 

关于唐传奇的发展史，以往研究者一般分为三期或四期
①
。为了叙述的方便，

我这里大致采用李剑国、陈文新的断限，但将李分兴盛前后两期或陈分盛中两期

合为一段，即以初盛唐（618-779）为第一阶段，是由志怪向传奇的过渡时期，

学术界一般以《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为代表；中唐（780-873）

为第二阶段，是唐传奇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相继以沈既济、李公佐、元稹、陈

鸿、白行简、李朝威、沈亚之、蒋防等著名作家的单篇优秀作品和张荐《灵怪集》、

戴孚《广异集》、陈劭《通幽记》、薛用弱《集异记》、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

《续玄怪录》、李玫《纂异记》、袁郊《甘泽谣》、裴铏《传奇》等传奇专集为代

表；晚唐（874-910）为第三阶段，是唐传奇走向衰微但仍有变化的时期，以《灵

应传》、《隋炀帝三记》
②
等单篇传奇和柳祥《潇湘录》、皇甫枚《三水小牍》等传

                                                        
①如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分三期，即以大历末至大和初为全盛期（中期），此

前为前期，此后为后期；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亦分三期，即初期（618-762）、
中期（762-860）、晚期（860-907）；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和齐裕焜《中国古代小

说演变史》皆以初盛唐为第一期，中唐为第二期，晚唐为第三期，不具体划断年限；李剑国《唐五代志怪

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分四期，即初兴期（约 618-779）、兴盛前期（约 780-827）、兴盛后

期（约 828-879）、低落期（约 880-910）；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亦分

四期，即初期（618-779）、盛期（780-820）、中期（821-873）、晚期（874-910）。 
②
指《隋炀帝海山记》、《隋炀帝迷楼记》、《隋炀帝开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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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专集为代表。 

在第一阶段的一百六十年间，一流文学家的兴趣和热情基本上都倾注在诗歌

和散文（主要是辞赋与骈文）领域，这时虽已有不少志怪传奇（包括丛集和单篇）

产生，但现存作品仅四十来篇，其最受学术界重视的是《古镜记》、《补江总白猿

传》、《游仙窟》三篇。《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皆以熟练的古文作为传奇，

在“文采与意想”方面各具特色，相对于六朝小说已有明显进展，但二者的写作

时代尚有争议
①
，尚不能肯定作于初盛唐。实际上像这样写作时代有争议的传奇

类作品，在唐以前就已存在，如《穆天子传》、《燕丹子》、《赵后外传》、《汉武故

事》、《汉武内传》、《杂事秘辛》等，一般认为产生于六朝，丁锡根编著的《中国

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已明确列于传奇类之首，但不能据

此论定传奇在六朝已达到何种水平。因而在唐传奇发展的第一阶段中，最值得注

意的应是二张——张鷟和张说。张鷟（660？-740？）以进士入仕，文名颇盛，

其《游仙窟》因很早就传入日本而得以保存；另有《朝野佥载》六卷，李格非、

吴志达主编的《唐五代传奇集》中选入《娄师德》等八篇，但皆不如《游仙窟》

有名。《游仙窟》规模较大，通篇用骈体文加八十首诗构成，虽非典型的传奇文
②
，

却可以看作是这时的传奇尚在探索阶段的例证。张说（667-731）也由科举入仕，

官至宰相，又为一代文豪，今存《梁四公记》、《镜龙图记》、《绿衣使者传》、《传

书燕》等四篇传奇，李剑国颇为重视，认为“张说是第一个大量制作传奇的小说

家，他的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文坛地位无疑有助于扩大传奇的影响。张说是古文运

动的先驱，他在解骈为散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他大力创作传奇，其实是以传奇进

行文体改革的尝试，直接启示了后来的韩柳，因此可以说传奇小说的兴起对于古

文的复兴起了促进作用”（《唐五代志怪传奇录》，P37）。二张的尝试表明，传奇

发展到初、盛唐之际已开始受到著名文人的重视，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从理论

                                                        
①按《古镜记》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卷 230，题名“王度”，注明“出《异闻集》”，乃晚唐人陈翰编。而

最早提及该文的是中唐顾况《戴氏广异记序》：“国朝燕公《梁公四传》、唐临《冥报记》、王度《古镜记》、

孔慎言《神怪志》、赵自勤《定命录》，至于李庾成、张孝举之徒，互相传说。”因作品中以“王度”为第一

人称，学者多认为王度是隋末人王通的弟弟，但已有学者考证是中唐人伪托（参见张长弓《唐宋传奇作者

暨其时代》，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冯承基《古镜记著成之时代及其有关问题》，《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第 14 期，1965；段熙仲《王度〈古镜记〉是中唐小说》，《光明日报》1984 年 4 月 17 日第 3版）。又《补

江总白猿传》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卷 444，题名《欧阳纥》，注明“出《续江氏传》”。因宋王尧臣《崇文

总目》注曰：“唐人恶欧阳询者为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说：“欧阳讫者，询之父也。询貌类猕猴，

盖尝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为也。”后人由此认为必

为与欧阳询（557-641）或其子欧阳通（？-691）同时代人作，故定为第一期作品。但唐代无任何关于《补

江总白猿传》的著录和阅读纪录，章培恒教授表示存疑（参见《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P112-114）。 
②参见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P101-105，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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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以倡导，其创作的成就也相对有限。换言之，初盛唐实是传奇的发轫期，尚

在由志怪向传奇演变的过程中摸索和积累经验，即使可以确认《古镜记》和《补

江总白猿传》为第一阶段作品，充其量也只能说传奇在这时已进入了半自觉的状

态。因此，我认为中国小说是在进入中唐以后才走向自觉的，其标志就是沈既济

的《任氏传》、《枕中记》的产生。 

沈既济(750?-800)是吴兴德清人，“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德宗即位，宰相

杨炎荐其“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官至礼部员外郎，著有史书《建

中实录》十卷和传奇《任氏传》、《枕中记》二篇。《任氏传》撰于建中二年（781），

写狐妖任氏与郑六恋爱的故事，时空背景设置在天宝九年的长安。事起于郑六骑

驴上街，为步行的白衣女子所吸引，于是把驴子让给女子骑，自己徒步陪同，送

其回家，竟得以同居一宿，却仅知女子姓任氏，年二十。凌晨分别后，虽有卖饼

者告知此女子为狐，但郑生心中仍“存之不忘”，甚至在再见时以发誓来向她求

爱，然后租房与之同居，二人感情甚笃。郑六有亲戚韦崟，是一个花花公子，听

说郑生“新获一丽人”，他一方面借以用具并给以资助，一方面派家僮进行侦察。

当他得知任氏美若绝伦时，竟“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恰值郑生外出，

韦氏入门询问僮仆，告以女主人不在家——这当然是任氏吩咐僮仆说的谎。但他

不信，于是在“周视室内”后将隐藏于“扇间”的任氏搜出，见其容貌比传说的

还要美，竟欲当场施以强暴——作者描写“崟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不服。崟

以力制之，方急，则曰：‘服矣。请少回旋。’既缓，则捍御如初。如是者数四。

崟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抗拒，而神色惨

变”。——这一段写任氏使尽全身气力来抵御强暴，既细致，又真实。由于双方

力量的悬殊，任氏不得已，似乎只好听任韦崟摆布了，所以“神色惨变”。但接

着写——“崟问：‘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崟曰：‘何

谓？’”——于是又转入写任氏以言词批评对方——“对曰：‘郑生有六尺之驱，

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

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

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因为她和

郑生现在的住处和家具，甚至吃的东西，多是韦崟资助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你正是凭借你曾经资助过郑生，就来强占他的女人，这不是郑生的可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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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韦崟毕竟是个有档次的好色之徒，所以这些话就起了作用，使情节随之发生

了变化——“崟豪俊有义烈，闻其言，遽置之，敛衽而谢曰：‘不敢。’”韦崟受

到感动，平息了邪念，从此与之结为好友。虽然心中仍很爱任氏，也经常来往，

甚至有时还开很亲密的玩笑，但不再想占有她。——所谓“每相狎昵，无所不至，

唯不及乱而已。”——这里写出了一种男女之间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新型关系，颇

像现代社会并非恋爱的男女之间也可以相互交往成为朋友那样。这一段描写已经

比较细腻，不仅比六朝小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即使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像《长恨歌》、

《琵琶行》这样的诗歌也是无法比拟的。这篇小说的结局是，后来郑生授官，携

任氏赴任，竟为猎犬所害。作者感叹说：“嗟呼，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

失节，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

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

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这个故事当然完全是虚构的，六朝小说也已写及

狐鬼，但沈氏认为“异物之情也有人道”，主张要“征其情性”，而其创作意图非

常明确，就是为了“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前句侧重于作品形式，包括

由结构布局、语言表现和描叙技巧所形成的整体美感，后句侧重于作品内容，即

要求“征其情性”，通过描写人物丰富而细致的情感活动以表现其性格特征。实

际上这正是作者小说观念的表述，他在理论上已经明确标举传奇创作要写出人物

最微妙的感情以彰显文章的美感——这意味着唐人的小说观已经从“史官末事”、

“小道可观”、明道辅教等功利目的而转变为以审美为核心，故谓之自觉；而所

谓“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是强调作家应成为渊识之士，具有认识世事变

化和审察现实与非现实生活的能力，才能够“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 

建中二年十月，宰相杨炎贬崖州司马，沈既济受到牵连，坐贬处州司户参军，

其《枕中记》即是在遭贬之后有感于宦海沉浮、人生如梦而作。小说描写卢生穷

困失意时感叹自己“苟生”于世，但仍抱有追求“荣适”的人生理想：“士之生

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得吕

翁甆枕进入梦境，既享尽秀色美食和荣华富贵，也备尝失宠受辱、流放荒徼、几

遭杀身之祸的辛酸滋味，醒来后黄粱饭尚未蒸熟，因而得悟“宠辱之道，穷达之

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这篇作品命意甚著，但同样也是在其“揉变化之理，

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理论指导下而创作的一篇优秀之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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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中别具一格。它最突出的贡献是较早以虚构的方式来描写现实生活和士人

的思想心态，寄寓了作者对于人生（尤其是仕宦人生）意义的哲理思考。李肇《国

史补》曾将该文与韩愈《毛颖传》相提并论，称“二篇真良史才也”。《文苑英华》

卷 833 破例将《枕中记》作为文章收入，也可见其为世所重。 

由以上分析足可说明，沈既济不仅在小说观念上开始自觉地追求“著文章之

美，传要妙之情”，而且以其理论指导创作实践，将传奇中的“传”和“记”这

两种体例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实际上与几乎同时产生的《离魂记》（陈玄

祐）和稍后产生的《柳毅传》（李朝威）、《霍小玉传》（蒋防）、《南柯太守传》（李

公佐）、《李娃传》（白行简）、《莺莺传》（元稹）、《秦梦记》（沈亚之）等一起成

为新体小说的范式，从而引导中唐传奇创作走向了成熟和繁荣。  

 

三、从“文备众体”到自成文章之一体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曰：“唐之举人，多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

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

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由此出发，现当代有不少学

者认为唐代盛行的行卷之风曾推动了传奇小说的创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

和《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已倡其说，后来程千帆还撰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其第八节专论行卷风尚与传奇勃兴的关系，又

将鲁迅之说加以推广。 

这种思路和观点，当然是以盛唐时代科举改革的背景为依据的。开元二十九

年（741），韦陟任礼部侍郎掌贡举后，才首开进士科纳省卷之风。鉴于以往常有

落第考生不服气便寻衅闹事，韦陟觉得仅凭考卷优劣决定去取，很难判定一个人

的真才实学，于是他下令进士科举子将平日所作的有代表性作品交纳给尚书省所

辖的礼部参阅，以便在考前对考生的实际水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然后再结合考

试成绩来录取。这种方式称为“纳省卷”。而几乎就在同时，举子也开始向一些

达官贵人私自呈送诗文，称为“行卷”。因此，相对于向私人“行卷”而言，纳

省卷又称为“公卷”。到了天宝年间，公纳“省卷”和私投“行卷”（“行卷”之

后再呈送诗文，称“温卷”），就成为了进士科举子的一种惯例。因为当时进士科

允许“公荐”和“通榜”，即有话语权的人可以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才，所以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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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士子就将自己平时所作结集后，在送交礼部的同时，也送呈达官贵人或文坛名

流
①
。这种“纳省卷”和“投行卷”的风气，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其呈

送的文体，先为各体诗歌、辞赋或其他文章等，后来为了让一些有话语权的陌生

人也能阅读自己的作品并进而赏识自己的才华，便在行卷中夹入了“传奇”这种

可读性强的文体。这种伴随着科举改革而兴起的“行卷”之风，应该可以成为我

们探讨为什么传奇创作到了中唐时代才出现兴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此后

的传奇创作并非皆为“行卷”而作。 

但李剑国却认为“行卷之说尤无道理”
②
，理由之一是“《幽怪录》（即《玄

怪录》）的作者牛僧儒确实干过行卷的事，可惜是诗文，不是《玄怪录》。《玄怪

录》成于晚年，何能用于行卷？裴铏行过卷没有，中过进士没有，都不见记载，

《传奇》一书成于晚年任西川节度副使时，亦无行卷之理。唐人其它传奇小说集

也大都作于成名之后”。理由之二是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征引唐代行

卷的材料达六十多条，但其中仅一条与小说有关。该条出自钱易《南部新书》甲

卷，谓李复言所纳省卷中有《纂异》一部十卷，结果以“事非经济，动涉虚妄”

而罢举，这“恰好证明以小说行卷和纳省卷不成风气”。对于上引赵彦卫的那段

话，李剑国一方面认为其前半“是他本人的猜想，实在找不出佐证”，因而不可

信
③
，一方面又肯定他最后“恰当地说了‘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

议论’的话，只是这三项并不一定备于一文”。（以上所引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

录》P10-11，P82） 

诚然如李剑国所论，赵彦卫关于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

论”之说称得上颇有见地，但关于“文备众体”的内涵，学术界以往似乎多认为

除了古文以外，主要是指融合了史传（“史才”和“议论”皆与史传关联）和诗

歌二体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无论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还是完全虚构的故事

（例如，写狐鬼与人的恋爱等），多题为××传，且行文中常有诗歌穿插其间（有

                                                        
①参见刘海峰《中国科举史》P87-102，东方出版中心，2004。  
②按此种观点并非李剑国首次提出，早在 1980 年代，袁维国《唐传奇行卷说质疑》（《唐代文学论丛》第 5
期，1984 年版）、于天池《唐代小说的发达与行卷无关涉》（《文学遗产》1987 年第 5 期）等论文就已有类

似表述，兹为行文简便，仅就李剑国的说法加以讨论。 
③不过，李剑国此说能否成立尚有待研究。例如，他的学生崔际银在《诗与唐人小说》（天津古津出版社，

2004）第六章中还是认为“用以‘行卷’的材料主要是诗与文，也包括小说”（P276）。并加注进一步论证

说：“古代关于唐人用小说‘行卷’（包括‘温卷’‘纳卷’）资料有三条：（略）赵彦卫、钱易和虞集，分别

论及唐人以小说‘温卷’‘纳卷’‘行卷’的情况，涵盖了士子向权贵名士、主考部门、朋友‘行卷’（温卷、

纳卷，皆可归属为行卷之内）等等方面。因此，没有理由否定‘以小说行卷’的存在。” （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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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优秀篇章中的人物所作诗歌甚至能切合各自的心境或性格），或者以散文与骈

语描写出情景交融的意境（这是更高意义上的诗笔），在作品末尾有时发表一些

像“太史公曰”的议论。例如，李朝威的《柳毅传》是写柳毅和龙女的恋爱故事，

中间写了洞庭君、钱塘君和柳毅三人先后在酒席上所唱的歌，末尾还借“陇西李

朝威叙而叹曰”引出评语。这些都可以说是受到了史传和诗歌二体影响的表征。

李剑国则进一步认为，赵彦卫“说的‘史才’和‘诗笔’可以看作是小说家的历

史意识和诗意识在创作中的体现，而‘议论’也正常常是小说家伦理意识的本能

性反映，虽然并不都是以议论形式反映出来的”。由此出发，他对这三个特征都

进行了论析，其中尤其关于“史才”和“诗笔”的综合性阐释颇为深入，已涉及

到唐人小说人情化、个性化、典型化、诗意化、形式化（即文章化）等艺术特征

的形成（参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P82-102）。他的学生崔际银秉承师说，又

在《诗与唐人小说》（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一书中就唐传奇的“诗笔”特征

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探讨。 

不过，在这些表征的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唐传

奇这种新兴文体在从六朝小说（包括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直接演变而来的过程

中，实际上还从以往所有文学文体（即六朝人所说的“文”，包括有韵的诗歌、

辞赋和虽不押韵但追求形式美的骈文等）和非文学文体（即六朝人所说的“笔”，

包括史传、诸子、议论文等）中吸取过营养。陈文新为说明唐人小说受史家的影

响，认为唐传奇中的“传”较多地继承史家纪传体的传统，对人物的生平、出处、

归宿等有相当完整的交代，文末通常还有一段论赞式的议论；“记”偏于继承志

怪小说的传统，不大注意交代人物生平，而是截取人生的某一片断加以记叙。但

无论是“传”，还是“记”，它们都属于“文、笔”中的“笔”，属于史书的一脉。

进而指出：“唐人传奇，它作为新型文体的特征之一，即将传、记辞章化，将文、

笔融成一体，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文言小说审美史》P179-180，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这是一个视野开阔、颇能发人深思的新见解。 

我这里想要有所补充的是，当在六朝走向了自觉的诗歌与辞赋、骈文发展到

唐代以后，虽然受政治的影响都曾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工具使用，但因用于科举

考试的仅有新创的律赋和省题诗（用五排方式限为十句，实等于专用诗体），诗

歌和辞赋不仅受到的负面影响不大（凡考场上所作诗赋除外），反而乘势得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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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推进，尤其是诗歌的张力和美感被发展到了极致，从而创造了唐诗的辉煌，辞

赋也在演变中走向繁荣（尤其是文赋和骚体赋颇有成就）。至于唐代骈文的走势，

其情形则相对较为复杂——它虽然承袭陈隋余绪而仍在扩张之中，甚至在数量上

远远超过了六朝，但其文体性质和总体趋向却在逐渐发生蜕变，其中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骈文在初盛唐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诏诰、章表、谏疏等应用文体，这反而

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分野，从而使一部分作品沦为实用的工具而丧失了审美的

品格。因此，文坛对于骈文的批评实际上在初盛唐就已开始，至中唐又遭到了古

文家更为猛烈的攻击，但骈文家并未金盆洗手，而是采取吸收古文散行的长处等

途径，对骈文进行了改革，以致后来既出现了像陆贽这样擅长用骈文写作诏制、

奏议等庙堂之作的馆阁高手，也因李商隐、温庭筠等名家大量写作声情词采并茂

的“四六”体而带来过晚唐唯美主义骈文的复活。质言之，唐代骈文的蜕变实际

上是一种扩张，它由主要用于作美文而向各体应用文拓展，从而兼具了“文”与

“笔”的全部功能，其间虽然曾经遭受过批评甚至攻击，但相对于古文而言，有

唐一代骈文显然占据优势。 

而就在唐代骈文发生蜕变的过程中，传奇家和古文家都是立足于散体古文来

探讨文章发展的方向，因而唐代古文运动与传奇的关系也较早受到学界的关注。

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古文运动曾推动了传奇的创作，因而把“传

奇文的运动”“视为古文运动的一个别支”，“由附庸而蔚成大国”。而陈寅恪早年

曾撰《论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其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

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
①
。但后来王运熙

等学者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传奇不是古文运动的支流，古文运动也不可能通过

试作传奇而兴起，甚至明确地说：“现代有些文学史研究者看到唐代小说多用散

体写作，唐中期趋于繁荣，唐代古文运动也在中期展开，认为二者间当有紧密关

系。这实是一种误会。因为唐代小说语言的华美与通俗化倾向，与崇尚古雅的古

文文风是格格不入的。”
②
诸如此类的讨论近年来仍在继续，或声援传奇的兴起与

古文运动相关，或另立新论，主张二者无关。 

笔者认为，唐代古文与传奇之间，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具体地说，由于二

                                                        
①按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最初以英文发表于哈佛大学学报《亚细亚研究》1936 年 4 月第 1 卷第 1
期，其要旨引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P2-3。  
②参见王运熙《试论唐代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光明日报》1957 年 11 月 10 日）、《关于唐代骈文、古

文的几个问题》（《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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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使用的都是散体文言，技巧相通，有些作家一身而二任，既作传奇，也写古

文，二体之间互有影响，因而传奇和古文发展到中唐时期都出现了高潮。但二者

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首先，唐代古文家主张复兴先秦两汉的散体古文，实际上

具有矫正骈文讲求对偶、声律、辞藻的弊端以改革文体的意义，因而从理论主张

到写作实践大多具有针对性，尽管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古文作品仍然或多或少地保

留了一些工整的骈句；而传奇家主要运用散体古文进行写作是为适应叙事抒情的

需要，因而他们不仅从未在理论上反对骈文，而且在写作实践中汲取了骈文的长

处，例如，《游仙窟》全篇基本上是由骈句和诗歌构成，《莺莺传》中莺莺致张生

的书信也是用骈文写成，而像《南柯太守传》、《柳毅传》这样在散体中偶尔插入

一些工整骈句的情形则较为常见。其次，古文家从写实出发，有意模糊“文”与

“笔”的区分，主要运用散体文言并严格按照各种文体（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文

体）的要求来写作，以载道辅教或实用为主要目的，虽然推动了各体文章的发展，

但很难评估其在文学上究竟有多大进步或贡献，或许可以说，韩、柳倡导的古文

运动，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
①
；而传奇家则从虚构出发，主要运用散体

文言于传、记两种体式，旨在“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因而可以融汇以往

各种文体（包括诗歌、辞赋、骈文、史传、诸子、议论文和志怪、轶事小说等）

的特长并使之辞章化，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而跻身于文章之林。清代桃源

居士曾在《唐人小说序》中指出：“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

代之奇。何也？盖诗多赋事，唐人于歌律以兴以情，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多征实，

唐人于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纤若锦机，怪同鬼斧，即李、杜之跌

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竞爽，

犹耆卿、易安之于词，汉卿、东篱之于曲，所谓厥体当行，别成奇致，良有以也。”

他的评价显然是从文学性出发，高度肯定了后起的传奇小说在走向自觉之后，就

超越了同时代的辞赋、骈文和古文，而得以与唐诗并称一代之胜，就正如后来词

在宋代、曲在元代各为一代文学的代表一样。 

 

四、唐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影响 

                                                        
①章培恒教授甚至认为：“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从其提出的一套理论看，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实在没有

积极的贡献，相反地倒是大大贬低了以追求美为宗旨的文学之文的价值，将绝大多数纯粹的文学之文驱逐

出了文章领域。而这种理论的影响，随着后来程朱理学的兴起，又逐渐扩大、强化，对以后的中国文学的

健康发展，是有明显的负面作用的。”（详见《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P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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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论述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唐传奇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如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几代作家的努力，唐传奇融汇以往各种文体的特长并使

之辞章化，在叙事方式、细节描写、人物对话、心理描写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

的进展，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而跻身于文章之林，终于使中国小说在进入

中唐以后从理论到创作都走向了自觉；二是唐传奇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做过深入研究和高度评价，本文仅点到为止，不拟

展开），它作为新崛起的叙事文学样式与以抒情为主的唐诗一起成为了一代文学

的标志；三是一大批优秀传奇作家以其独创性的实践，不仅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永

久魅力的艺术典型（例如任氏、柳毅、霍小玉、李娃、崔莺莺、红线、红拂等），

为古代文言小说树立了各种新的范式（例如，就文章范式而言，以散文体为主，

兼采众体之长，尤其是穿插史家笔法、诗歌、骈句等，使之具有文采和章法——

即沈既济所谓“著文章之美”，成为中国古代优秀小说的不二法门；就题材范型

而言，所谓才子佳人小说、侠义小说、志异类小说等都是在唐代定型的），而且

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即无论是描写非现实性的

题材，还是以一定的历史真实和现实生活真实为依据，都需要运用想象和虚构来

处理情节和描写人物，旨在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并借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作为最早走向成熟的小说样式，唐传奇的演进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重要的

环链作用，它不仅在继承传统叙事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

取得了上述进展和成就，而且初步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格局和走向，尤其是对

于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影响。具体地说，包括对小说、

说唱文学和戏曲的影响。  

即使在后世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小说的生存环境仍然较为艰难，但小说的

创作和影响力在逐渐加强是大势所趋，因而唐传奇的崛起对于小说的发展曾产生

过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直接推动了后世文言小说的发展，并且在形

式上呈现出一方面继续以短篇为主、一方面向中篇拓展的趋势
①
。但就艺术表现

而言，后世在这个领域内真正将唐传奇确立的范式和原则加以发扬光大的，应是

元代无名氏的《娇红记》、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①关于中篇传奇，较早出现的有元代无名氏的《娇红记》、明初李昌祺的《贾云华还魂记》等，至中晚明时

期成批出现，蔚为大观，成为文言小说发展的新景观。参见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津出

版社 200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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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近些年学术界对这类名著已做过深入研究，笔者这里不拟赘言，仅就时代最

近却颇遭批评的宋代传奇略做评述。无庸置疑，宋代传奇创作直接继承了唐传奇

的余绪，而且其作品数量可能比唐人要多得多，收录唐传奇最多的《太平广记》

就是宋人编辑的，这也表明宋人对唐传奇的重视。但由于宋人往往“规抚唐人”

（“规抚”也是一种继承），其总体成就却已不如唐代。晚明钱希言《狯园自序》

曰：“稗至唐而郁乎盛矣，响亦绝焉。唐以后非无稗也，人人而能为稗也。唐以

前皆文人才子不得志于兰台石室者为之，率多藻思雅致，隽句英谈；唐以后悉出

老生鄙儒之手，随事辄记于桑榆中而已；故其为稗均，而其所由稗异也。何也？

唐人善用虚，宋人善用实。唐人情深趣胜，为能沿泛波涛；宋人执理局方，惟事

穿凿议论。唐人以文为稗，妙在不典不经；宋人以稗为文，病在亦趋亦步。由斯

以观，非其才之罪也，文章与时高下大抵然耳。”在他的文学观念中，“稗”和“小

说”同义，实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小说，其所论唐稗宋稗的差异不为无见，自然

也包括唐宋传奇在内。鲁迅分析形成唐宋传奇差异的原因时说：“因为唐人大抵

描写时事，而宋人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

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

古事。加之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中国小说的历史

变迁》第四讲）由于宋传奇中讲古事、因袭旧篇的作品占有相当比例，所以其独

创性已有所逊色，但其中仍有不少名篇，如乐史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

秦醇的《赵飞燕传》、《谭意歌传》，张实的《流红记》，柳师尹的《王幼玉记》，

以及北宋无名氏的《大业拾遗记》、《隋炀帝海山记》、《隋炀帝开河记》、《隋炀帝

迷楼记》、《王魁传》等，南宋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

（见于《醉翁谈录》）、《张浩》（《青琐高议别集》卷四，题下注：“花下与李氏结

婚”）等，都写得各具特色。其次，它对于白话小说的发展也曾产生过积极的影

响。当然，就现存可以确定为宋代的白话小说而言，其水平都不高，如《大宋宣

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一些讲史话本，实在难以与唐传奇相比，它们

可能受唐代变文的影响还要多一些。有些学者举例说的一些颇有水准的宋话本

（皆为短篇），据章培恒教授考证，它们都不是宋代创作的
①
。但在虚构与想象、

行文方式（虽用白话，但仍以散文为主，中间穿插诗词与骈文）与题材范型、叙

                                                        
①参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上海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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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技巧与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唐传奇的特点，尤其是文采明显加

强、艺术水准不断提高的元明清白话小说（无论长篇与短篇）在这几个方面都有

所发扬光大。 

就说唱文学和戏曲而言，唐传奇对于宋代的大曲、鼓子词和宋金诸宫调、宋

金元明清戏曲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宋毛滂、秦观各撰《调笑令》，咏叹崔

莺莺的故事，已收入全宋词；赵德麟鼓子词《商调蝶恋花》十二章，夹于元稹的

《莺莺传》之中，依事而咏；秦观还有《调笑令》咏唱《离魂记》的故事。与此

相联系，唐传奇中的若干故事情节成为诸宫调、宋金杂剧、元明戏曲不断改写和

再创造的题材来源，如现存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是在《莺莺传》的基

础上改编和再创作而成，已佚的诸宫调《崔韬逢雌虎》出自唐陆勋《集异志》，

《郑子遇妖狐》出沈既济《任氏传》，《离魂倩女》出陈玄祐《离魂记》，《柳毅传

书》出李朝威《柳毅传》，《谒浆崔护》出孟棨《本事诗》；宋金杂剧虽无全本保

存下来，但如将宋末周密《武林旧事》卷十记录的《官本杂剧段数》和元代陶宗

仪《辍耕录》卷二十五记录的《院本名目》与唐传奇加以比较，其渊源关系仍然

清晰可见；而现存元明清戏曲中至少有几十种是借用唐传奇中的故事情节再创作

而成，这成为研究唐传奇与元明清戏曲渊源关系的最好资料①。当然，上述种种

都属于一目了然的表层影响，而唐传奇为叙事文学确立的运用虚构来设置情节和

刻画人物的原则等方面，对于宋金诸宫调（具体地说，指《董西厢》）和元杂剧

走向成熟并取得高水平的成就，曾产生内在的、深层次的影响尤其值得重视，并

有待于学界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唐传奇作为文章之一体，对诗词散文的发展也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尽管如上所述，唐传奇与要求载道的古文异趋，但其行文以散体文言为主，追求

“著文章之美”，对于古代散文中“美文”的发展当有积极意义，例如，沈亚之

的《秦梦记》、《异梦录》、《湘中怨》、《冯燕传》等传奇皆收入《沈下贤集》，且

后二篇还被选入《文苑英华》，这至少可以说明编者是视其为散文的
②
。唐传奇中

的许多诗歌实际上也成为唐诗的一部分，他们大多都被后人收入了《全唐诗》或

其他总集与别集中。唐传奇中的许多故事，实际上成为后来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①参见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第二编第十三章，齐鲁书社 2005 年 6 月出版。  
②按今传《沈下贤集》和《文苑英华》皆为宋人所编，而同是宋人编辑的《太平广记》也收录其《秦梦记》、

《异梦录》、《湘中怨》三篇，这或许可以看出，宋人对于传奇与散文并不作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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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黄梁梦”就是从《枕中记》而来，“南柯梦”出《南柯太守传》，“人面桃

花”出《本事诗》中的《崔护》篇，甚至许尧佐《柳氏传》中的“章台柳”不仅

常被后人用作典故，而且成为了词牌名和曲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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